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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
在人权条约保留问题上观点之差异
赵海峰

 HYPERLINK "http://law.hit.edu.cn/website_admin/article/ewebeditor/ewebeditor.asp?id=content1&style=poorfish" \l "_ftn1" \o "" [1]
如果说对于多边公约的保留是条约法的最具争议的议题，[2]那么对于人权条约的保留，尤其是条约监督机构在保留问题上的作用，甚至被称作是当今国际法领域聚讼最烈的主题。[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指导思想是保留的制度应当在保障条约的完整性的同时，鼓励各国对条约的普遍参加。[4]在人权条约保留的问题上，人权事务委员会(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所持的观点与国际法委员会所持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诸多的差异。对两者进行比较是颇有兴味的。[5] 同时，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至今已有6个年头，批准和实施该《公约》的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有关《公约》的跨部小组(Task Force on ICCPR)的成立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参照《公约》的规定，对照中国的现行法治的规定和现实考虑对《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事项也不能不是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简要比较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在人权条约保留问题上意见的异同，并简要回顾《公约》保留的情况和中国学者对《公约》保留的观点。

一、 保留的概念和主要规定
保留：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6]第2条的规定，对条约的保留是指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时所作出的单方声明，不论怎样措辞或者命名，旨在将该条约的某些规定在对该国的适用上排除或者改变其法律效果。[7]
提出保留的可能性使得一个本不会成为缔约国的国家批准一项条约，从而增加条约的普遍性。

解释性声明：国家在签署、批准、加入、接受、赞同一个条约时，经常会声明他们对一些事项的理解或对于某一特定条款的理解，“这种声明可能只不过是该国立场的澄清，也可能等于是保留，这需要根据它是否更改或排除条款的适用来决定。”[8]
保留是有限制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的规定，除了三种情形外，一国可以在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出保留。三种情形是：

（一）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二）该条约规定只允许作出特定的保留，而该提出的保留不在其内；

（三）在不属上述情形的场合，提出的保留与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the objet and purpose）不相符合。

第三种情形经常被适用和讨论，虽然其关于“目的和宗旨”的措词有些模糊，但通常认为，对于条约的具有一般性特点的保留(reservations of general character)是有违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

保留的反对。如果一项国际条约本身未涉及保留，对于一项保留，其他缔约国可以在收到保留通知起的12个月内或者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日之前表示反对。不过，另一国对一项保留的反对并不妨碍条约在保留国和反对保留国之间生效。除非反对保留国明确表示反对两国之间建立条约关系；如果反对国未明确反对在两国之间建立条约关系，只有保留涉及的条款不在两国之间适用。而且这些条款只在提出和反对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0条、21条）。也就是说，对于保留是否可以接受，除非条约另有规定，应当是缔约国之间的事情。[9]
本文以下将主要讨论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在人权条约保留上的观点的差异。对于人权条约的保留是否应当适用特别的制度，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同意原则仍然是现存保留制度的关键原则，人权条约的缔约方在决定条约保留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方面仍然具有自由裁量权，这是一种被广泛适用的传统观点，与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比较接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人权条约有其固有的特点，对这些条约的保留应适用不同的制度。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制度已经过时。公约监督机构（Treaty Monitoring Body）应当有权决定保留的可接受性，并对不可接受的保留的后果作出决定。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General Comment No.24) 及其最近的实践体现了这种观点。争议的关键是人权条约是否与其他条约截然不同，因而在确定保留的可接受性和不可接受的保留的结果上必须适用完全不同的规则。[10]
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主要观点及其实践
由18名成员组成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成立的，其目的在于监督公约成员国履行其公约义务的情况。按照《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若干项职能，包括负责接受并审查个人声称因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受侵害而为受害人的来文（Communications）。人权事务委员会不是联合国的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相对自治性的基于条约的机构。 根据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和各缔约国的专家机构的特征，它在个人和国家来文方面的决定权，以及其实践中的运作方式，有学者认为其是一个“准司法机构”。由于其决议缺乏国际法上的约束力，而且其成员任期较短（4年），以及其“委员会”的名称，其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被视为法院。[11]
根据《公约》第40条第4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就第40条下的提交报告的义务、保障《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实施、有关《公约》中各条规定的适用和内容的问题、有关缔约国之间为适用和发展《公约》规定而开展的合作建议等内容提出一般性意见。

由于《公约》本身未对保留问题作出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994年11月2日作出了“对有关批准或者加入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或依公约的第41条之声明时所做保留之事项的一般性意见”。[12]在这份引起广泛争议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24)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比较详细地表达了其对《公约》的保留问题的意见。它承认各国在不违反《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条件下，可以对《公约》提出保留，但明确提出了《公约》的何种条款不得保留，保留的要求是什么，尤其是明确了缔约国和人权事务委员会本身在确定保留的有效性及其效果方面的地位。[13]
（一）不得保留的事项

根据该意见，虽然公约对保留问题并无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行时应当适用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尤其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保留不得与公约的目的与宗旨相违背的规定。同时，对公约中具有国际习惯法(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和强行法(jus cogens)性质的条款不得保留。人权事务委员会并明确宣称以下行为构成对国际习惯法的违反：奴隶制，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刑罚，任意剥夺生命，任意逮捕或者拘禁，对孕妇和未成年人执行死刑，以及拒绝和侵犯以下权利和自由：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无罪推定的权利，已达婚龄男女的结婚权、少数民族享有自己的文化、信仰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以及公正审判的原则等。[14]
成员国在对不在上述范围内的不可克减的条款进行保留时，附有证明此项保留的“沉重的责任”(a heavy onus)。

（二）人权条约保留的特点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人权条约在性质上不是契约性的，而且不为国家之间在传统的互惠的基础上创设权利和义务。他们主要是针对国家和其人民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使缔约国承担尊重其管辖范围内任何个人的人权的义务。因此，作为传统的多边国际条约的重要特征的国家间的互惠制度对人权条约的缔结和实施来说并不重要。而这会导致保留的范围以及其他缔约国是否反对保留等等问题。 

在保留的反对问题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反对的规则将不会对《公约》发挥明显的作用。由于没有法律利益和需要等厉害关系，其他国家即使认为某国家的保留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也会认为反对保留没有任何意义，从而无动于衷。

（三）谁来决定对公约的保留的可接受性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强调了人权条约与一般多边国际条约不同之处后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解决人权条约的保留问题已经不再适宜”。由于缔约国国家之间对保留的反对的局限性等原因，人权事务委员会本身是可以决定具体的保留是否与公约的目的与宗旨相符合的唯一机构。委员会认为，它在行使其职能，例如处理个人来文时，有权决定某项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的目的与宗旨。

人权事务委员会不但在其一般性意见中提出了上述大胆的观点，而且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对此进行了适用。该委员会最近在“劳尔·肯尼迪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Rawle Kennedy vs.Trinidad and Tobago)中涉及到对《公约》第一议定书的保留问题（来文No.8451999，1999年11月关于可接受性的决定）。[15] 委员会在该案中重申，应当由该委员会解释和决定对《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做保留的效力。

在区域范围内，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决中也认为自己有权确定保留的效力。[16]
（四）不可接受的保留的效果

在保留问题上，一个新的趋势是认为对于不可接受的保留是可以分开的。即将不能被接受的保留看作是被分开的，而有关的规定仍然适用于成员国。这一做法源于欧洲人权法院的若干案例。[17]人权事务委员会力图将其适用于全球范围。它认为，其不但有权决定一项保留是否与《公约》的目的与宗旨相符合，而一旦其发现有关的保留不可接受，通常保留国并不会因此而不受《公约》的拘束，它仍然会继续作为公约的成员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会宣布该项不可接受的保留无效，《公约》将继续适用于保留国而且它不能得到由于其保留而获得的《公约》中的利益。[18]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虽然缺乏作为《公约》的权威性解释的地位，但对理解《公约》的规定还是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的。[19]
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评论并无法律拘束力，这与由有关公约所设立的法院可以对公约作出有拘束力的解释是不同的。因为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评断的地位既没有国际法的规定，也没有缔约国之授权。但是，其评论仍然具有其价值，它至少可以为缔约国提供一种尽可能的参考尺度，使它们在决定提出或者接受或者反对某一保留时能够有所参考，而且由于其是国家实践和专家意见的反映，有助于习惯法的形成。[20]
对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这一大胆激进的一般性意见，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表示了反对。

三、 国际法委员会在人权条约保留上的观点
1950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将研究“多边条约的保留”的任务交给国际法委员会（见1950年11月16日大会第475（V）号决议）。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任命阿兰·佩雷特(Alain Pellet)教授为特别报告员，对与条约有关的法律和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对该问题发表了8份报告。该研究工作目前仍在继续。[21]国际法委员会多次讨论了关于条约保留的问题，并在2001年通过了“关于条约保留的指南草案”。[22]
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观点不同，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7年通过的“关于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人权条约保留问题的初步结论”[23]中再次确认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各种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适用性。国际法委员会肯定了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就保留的可接受性“作出评论和提出建议”（comment and express recommendations）, 但是，这并不影响成员国根据1969年和1986年两个维也纳公约所进行的“传统形式的监督”，也不意味着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可以超越赋予它们的一般监督角色的权力。[24]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如果人权条约成员国同意给予条约监督机构有关“评断或者决定保留的可接受性”的权限时，可以通过在这些条约中增加条款或者制定附加议定书的方式进行授权。

国际法委员会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发现不可接受的保留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的责任在提具保留的国家”，它既可以修改或撤销其保留，也可以退出条约”。[25]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初步结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实质性问题的观点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本身即作为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不同，国际法委员会并不十分重视条约监督机构在保留问题上的作用。

作为联合国负责国际法编纂与逐渐发展任务的权威机构，[26]1947年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目前由34名委员组成）所制定的条文草案、该委员会所准备的报告和决议，即使没有形成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但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27]与“各国最高之公法学家的学说”类似，可以作为按照《国际法院规约》所称的“确定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构成国际法的依据。[28]
我们认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之别反映了传统的国际法和处于发展状态的新兴的国际人权法的代表之间的观点的差别。有人说这是传统的主权国家利益的支持者和国际社会利益的的支持者之间思想的冲突，[29]这还有必要仔细研究在作出1994年第24号一般性意见时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组成，据有关的材料，当时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在该委员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30]
四、 各国对《公约》保留的情况和中国的研究
在简单地比较了差异鲜明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在人权条约保留上的观点的不同之后，简单看看各国对《公约》的保留的情况和中国研究也许是必要的。

（一）各国对《公约》保留的情况

据统计，在联合国的191个会员国中，至2004年8月15日，已有152个国家批准、加入或继承了《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尚待批准。在上述批准、加入、继承和签署《公约》的160个国家中，有57个国家作出了保留、解释性声明或者政治性声明。[31]
研究表明，从对人权两公约保留或者解释性声明的实践情况来看，是否进行保留以及应当保留多少与是否发达国家并不是成正比例的。据莫纪宏教授援引的爱尔兰人权中心的一份统计，迄今为止，在对《公约》所做的158项保留中，120项保留是由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40个）作出的，38项保留是由发展中国家（有100个缔约国是发展中国家）作出的。 [32] 荷兰在批准《公约》时作出了8项保留。[33]
（二）中国学者对《公约》保留的研究

在中国签署了《公约》以后，对于有关中国批准《公约》的问题的研究也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有关《公约》规定的程序性事宜，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以往批准其他国际人权公约的惯例，我们一般不承认公约自身设立的除报告制度之外的其他形式的监督制度。所以《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关于个人来文程序的规定以及第二任择议定书关于无条件废除死刑的规定，与中国目前保护人权的国内法制度不相适应，可以暂先不予批准。对于第41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间申诉程序可以暂时保留。[34]
对于《公约》规定的实体权利，应当做如何保留，理论界观点不同。陈光中教授所领导的课题组在《关于批准和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书》中认为，“从总体上说，《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都不需要保留，但是对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权，我们认为应当作出在我国宪法、工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解释性声明”。[35]这一观点主张在批准《公约》时做到不保留。

但有的作者在全面考察了各国对《公约》保留的实际情况后认为，中国在批准该《公约》时，有必要对《公约》第1条关于人民自决权的规定提出解释性声明，对第12条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第19条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第21条关于集会自由和第22条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提出保留或者解释性声明。[36]
有的专家认为，对有的中国法律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国内法律，以达到《公约》的要求，如关于“无罪推定”的原则等。但对宗教自由、第9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经司法程序不得予以拘留或逮捕等，由于与中国的某些法律规定和实践有较大差异，应当通过保留解决。对于死刑问题、迁徙自由、居住自由与户籍制度问题，沉默权和不得自证其罪问题，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则可以通过解释性声明作出说明。[37]
结论：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所提出的由其自己确定保留的可接受性并决定其无效的权力，由于其无权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因而缺乏法律证明力。在此点上，它是无法与欧洲人权法院相比的。但是，其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保留是否与公约的目的与宗旨相符作出评断，只是其在行使这一职能的过程中不应超越自己的权限。目前，人权事务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相左，是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从部分中国学者的论述中，可以观察到他们与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更为相近。在考虑对《公约》的批准的过程中，我国既要考察各国对《公约》作出保留的实践，也应当对公约的机制及其发展进行全面的了解，以做到既按照宪法的规定，遵重与保护人权，又能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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